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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  文】 

失序的吉尔吉斯斯坦1 
         ——内部撕裂与大国较力中的新国家 

 

昝涛 石晨叶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 

 

“郁金香革命”的余烟尚未散尽，2010 年 4 月，吉尔吉斯斯坦反对派再次包围首都比什凯

克，总统巴基耶夫仓惶出逃。就这样，一个政府的统治就被终结了，这多少有点儿让人感到错愕。

对于这个面积不足 20 万平方公里、人口仅有 500 多万的小国，不少论者似乎觉得它本身无甚可

谈，可能也正由于此，人们便将目光更多地投射到外部，围绕美、俄的地缘战略争夺再三申论。

这是某种冷战思维的继续。我们无意否认这种分析的合理性，但更愿强调回归常识。那就是，外

因通常是要通过内因发挥作用，离开了对内因的分析，再精妙的外因分析也总让人觉得是隔靴搔

痒。本文力图综合历史的纵向透视和国际政治的横向分析，相对完整地呈现吉尔吉斯的历史与现

实困境，为人们认识吉尔吉斯的问题提供一个背景性的参考。 

 

一、现代吉尔吉斯国家之由来 

 

在某种意义上，吉尔吉斯的近代历史是作为帝俄与苏俄的附属而存在的。沙俄在 19 世纪末

先后征服中亚诸汗国，并于 1884 年在河中地区设立突厥斯坦总督区，从此，整个中亚被正式划

入了俄罗斯帝国的版图。苏俄取代帝俄之后，在中亚撤消了总督区，并于 1924 年实行民族国家

划界。同年 10 月宣布成立隶属于俄罗斯联邦的卡拉-吉尔吉斯自治州（下设 4 个区），当时，全

自治州有居民 73．7 万人，其中，63.5%是吉尔吉斯人，16.8%是俄罗斯人，乌兹别克人占 15.4%，

其他民族居民占 4.3%。全州面积 19.5 万平方公里。1924 年 12 月，管理该州的革命委员会将办

公地点由塔什干迁至今天的比什凯克市（1926 年改名伏龙芝
2
），这里从此成为吉尔吉斯斯坦的首

府。1925 年 5月，全俄中央执委会决定把卡拉-吉尔吉斯自治州改名为吉尔吉斯自治州。1926 年

2 月，又将吉尔吉斯自治州改为吉尔吉斯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仍属俄罗斯联邦。1936 年

12 月，吉尔吉斯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升格为苏联的一个加盟共和国
3
。 

实际上，在 1925 年以前，“吉尔吉斯”这个词是用来称呼今天的哈萨克的。这个用语混乱的

现象至少说明，在当时的中亚地区，还没有形成明确的近代民族意识和民族边界。借用学者的话

来说就是，在苏联主导的民族划界之前，“中亚居民中民族差异的观念相当淡薄，他们很少称自

己是乌兹别克人、土库曼人或吉尔吉斯人，总是以穆斯林自称。尤其是在中亚居民人数占压倒优

势的突厥语诸民族，由于受泛突厥主义影响较深，更不愿意把他们划为乌兹别克、哈萨克、吉尔

吉斯、土库曼等民族。不仅这些民族旧的上层人士坚持‘突厥族’的整体观念，就是在中亚共产

党员中间，这种观念也颇有市场。”
4
 

在前述意义上，作为中亚五国之一的吉尔吉斯，首先是由苏联“创造”出来的一个民族国家。

                                                        
1 原载《文化纵横》杂志，2010 年 6 月号。 
2 伏龙芝(M.V.Frunze, 1885～1925)是前苏联杰出的红军统帅和军事理论家，生于比什凯克。在苏俄平定中亚的叛

乱以及反击协约国干涉的军事斗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3 丁笃本：《中亚通史》（现代卷），新疆人民出版社，2007，第 156-163 页。 
4 同上，第 150-15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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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当时的布尔什维克党人而言，中亚五国这一“创造”具有打击泛突厥主义的重要战略考虑
1
。

加盟共和国体系的建立，击溃了泛突厥主义在中亚的政治诉求。“泛突”从此将不断面临来自苏

联中央和中亚本地新民族主义的双重压力。中亚新民族国家的创建，培植了一批新的民族主义精

英，并成为新的既得利益者。通过宣布效忠于共产主义的苏联，他们立刻拥有了一个民族国家，

尽管当时是形式大于内容。在这个框架下，中亚各国首先就在理论上从落后的部落部族时代“跑

步”进入到了资本主义阶段（因为，根据斯大林的民族观，民族是资本主义上升阶段的产物）。

实际上，这是一个先进入“现代性”，然后再达致社会主义的方案。 

民族国家划界在中亚的大众层面并没有引起什么反对，因为，在当时根本就没有什么“民族

意义上的认同”
2
。与其他中亚民族共和国相似的是，对于新创建的吉尔吉斯来说，民族国家在

很大程度上只是个“空壳”而已，吉尔吉斯认同对于广大的普通民众来说是一个非常陌生的新事

物。不久之后，“苏联人”又正式地成为了一种被强化的认同。历史悠久的部族认同只是在形式

上暂时被“苏联认同”遮蔽了。 

苏联解体后，吉尔吉斯获得独立（1990 年 12 月 13 日，吉尔吉斯斯坦将国名由“吉尔吉斯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改为“吉尔吉斯斯坦共和国”，后又改为“吉尔吉斯共和国”）。独立被

民族主义的悲情叙事赋予了新的意义。1992 年 8 月 29 日，全世界吉尔吉斯人代表大会在首都比

什凯克召开。总统阿卡耶夫发表讲话说：“由于历史上遭受众多不幸事件，吉尔吉斯人口数目越

来越少。最后成为定居在亚洲中央的一个小民族。但是，我们最大的遗憾是自伟大的吉尔吉斯汗

国从历史舞台上消失之后的 1000 年之内，未能再建立一个独立的国家……”
3
。对当代吉尔吉斯

共和国来说，它的民族悲情正是寓于阿卡耶夫上述讲话的逻辑之内：一个本来伟大的民族，因为

众多不幸而日益萎缩；1000 年来没有一个独立的国家！换句话说，在这个意义上，苏联的崩溃

是当代吉尔吉斯人的一个历史机遇，一个千年等一回的机遇，使他们得以去创立和建设一个独立

的民族国家。 

 

二、部族主义与南北对立 

 

中亚地区的民族国家被创建之后，旋即被纳入到苏联建设与发展的轨道中。各民族国家自身

的建设就这样轻而易举地被“跨越”了。当然，这个“跨越”是以很多问题的被忽视、被遮掩和

被搁置为前提的。“直到十月革命时期，中亚的哈萨克族、吉尔吉斯族、土库曼族等以游牧方式

为主的民族，处于部族部落的宗法制之下。苏联时期这些民族现代化进程取得飞跃发展，但部族

思想影响依然残存。中亚各国独立后，部族主义和地方主义思想有所抬头，影响着各国的政治稳

定和社会发展。部族主义和地方主义目前已成为潜在的不和谐因素之一。”
4
 

在独立之后的吉尔吉斯，部族主义首先表现为少数族群与主体民族之间的对抗。在吉境内，

各部族混居，主要有吉尔吉斯族、乌兹别克族和俄罗斯族。乌兹别克族作为乌兹别克斯坦境外的

乌兹别克人，对乌兹别克有着强烈的认同，甚至要求将自己所在居住地归入乌兹别克斯坦。而俄

罗斯移民的后裔，在苏联解体后就从一等公民下降为二等居民，从政治主导者变得几乎失去了一

切参政机会，其心理落差不言而喻，历史优越感和境外俄罗斯国家的强势存在，也使吉国内的俄

                                                        
1 “十月革命之后还出现了一个新的问题，那就是 1920 年以苏丹加列夫为首的一批鞑靼共产党员提出建立一个包

括伏尔加-乌拉尔河和中亚地区的大突厥国家，而在原沙俄时期的突厥斯坦总督区则有建立突厥斯坦的‘突厥民

族’的自治共和国的呼声。在吉尔吉斯（在当时是指今天哈萨克的误称，说明当时对中亚所谓的各民族/部族根

本没有清晰认识）和花剌子模还有建立‘中亚联邦’的要求。尽管这些要求都遭到了批驳，但俄共中央还是得认

真面对如何破除拥有 2000 万人的庞大‘突厥民族’自治共和国的怪影的工作，其首要任务就是要对中亚的各‘突

厥民族’进行认真‘识别’。”参见石岚：《中亚费尔干纳：伊斯兰与现代民族国家》，民族出版社，2008，pp. 43-44。 
2 Olivier Roy, The New Central Asia: The Creation of Nations,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2000, p. 73. 
3 转引自潘志平主编，《中亚的民族关系：历史、现状与前景》，新疆人民出版社，2003，第 78 页。 
4 同上，第 12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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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斯人不认同以吉尔吉斯族为主体建构起的民族社会。而作为主体民族的吉尔吉斯人，独立后的

民族主义激情（如夸耀《玛纳斯史诗》）在实际上起了反作用，它强化了民族差别，同时也就加

剧了其他少数族群的不满1。 

吉尔吉斯斯坦南北之间的地方主义对立由来已久。这一矛盾的起源首先可以追溯到生产方式

的差异。在吉尔吉斯斯坦，自浩罕汗国始，就保持着南方农业为主、北方游牧为主的基本生产格

局。长期以来，南北方对于土地等资源的争夺就已在南北部族之间造成了深深的裂痕。 

文化上，吉国南北差异很大。吉尔吉斯南北之间有山脉阻碍，长期以来交通不便，因此，南

北之间在文化上也相对孤立。南方的费尔干纳盆地在自然条件、经济和生活方式和政治气候等方

面都不同于北方。南部居民同相邻的定居民——塔吉克人、乌兹别克人——联系密切。与整个中

亚的宗教布局大体一致的是，吉南部的伊斯兰化程度也远比北方要深，南部居民是比较虔诚的穆

斯林。与此相对，北方的吉尔吉斯人更显自由开放。位于北方的首都比什凯克，是吉尔吉斯的经

济、文化中心，更具俄罗斯与哈萨克色彩。与此相对，吉尔吉斯南方的奥什州则具有明显的乌兹

别克色彩，南方人普遍主张与相毗邻的穆斯林国家发展关系。 

在经济发展水平上，南北方差异非常明显。在吉尔吉斯，北方人把南方看作“毒瘤”，南方

人则视北方人为铁石心肠的“压迫者”
2
。北方的楚河谷地是吉尔吉斯斯坦的经济发达地区。从

几乎各项社会经济指标看，南方落后于北方，而且差距正在增大。在苏联时代的工业化政策推动

下，吉北方率先发展起工业，之后便大幅度超越南方。独立后，在北方领导人主导的政府推动下，

北方进一步发展，而南方无论是在工业化还是在吸引和利用外资等方面都远不如北方，南北经济

差距不断拉大，以至于南方人称北方人为“冷血恶棍”，认为其独吞了经济发展的果实；因为贫

穷，又距阿富汗较近，南部的毒品与恐怖主义也日益严重。 

地方主义反映的是不同部族在文化与政治利益上的冲突。就连在独立之初选定国旗样子和颜

色的问题上，分歧亦发生在南北之间。在国家权力的分配上，南北之争更是难以调和。阿卡耶夫

出生在北方楚河州凯敏区，来自萨尔巴噶什部落。人口众多的南方不满于以总统为首的北方人掌

握国家的所有重要权力部门，要求由“南方总理”主政，以求平衡。因此，第一、二、三、四、

六、七任总理都是来自南方部族（第七任总理就是巴基耶夫）。 

在吉尔吉斯斯坦，政治权力的争夺总是会利用和煽动长期存在的南北对立，因此，部族矛盾

与地方主义一直是吉国内各种动荡和冲突的重要原因。2005 年“郁金香革命”的结果就是，以

巴基耶夫、奥通巴耶娃等为主的南方集团联合北方反对派，共同推翻了以阿卡耶夫为代表的北方

政府。但在利用了他的北方盟友之后，巴基耶夫随后就逐一排挤掉了他们，并大大加强了总统权

力，任人唯亲、重用南方人。今年春天的政变，跟五年前的“革命”如出一辙，同样是那些曾经

身居高位后又被排挤掉的反对派结成联盟，共同推翻了巴基耶夫的统治，其中仍然涌动着南北对

抗和分裂的暗流：这次动荡首先是从北方发起的，奥通巴耶娃
3
等领导人是巴基耶夫时代被排挤

的政治失意者；出逃的巴基耶夫打出了“南方民众起义”的牌。 

 

三、脆弱的经济与腐败的民主政治 

 

吉尔吉斯是一个拥有重要战略地位但贫穷落后的内陆小国。农业人口过大，工业发展不足，

                                                        
1 参见潘志平主编，《中南亚的民族宗教冲突》，新疆人民出版社，2002，第 67-76 页。 
2 有南方吉尔吉斯人说：“工厂企业全都建在比什凯克周围，南方人一直在为北方人提供原料，南方人没有升官，

国外来的资金一分钱也没有分给南方……”南方有议员主张重归俄罗斯，还有的主张奥什州自治。 
3 奥通巴耶娃出生于南方，但她长期担任外职，立场温和，善于在各个难以驾驭的反对集团之间调和。在 2005

年“郁金香革命”时，她曾是吉著名五个反对派领导人之一，当时也是巴基耶夫的同盟战友。2007 年，她与

巴基耶夫闹政治分歧，愤而加入在野的社会民主党并出任副主席。奥通巴耶娃痛斥巴基耶夫比前任更腐败。她

在 2010 年 3 月说：“他们窃取了我们的革命果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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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来投资利用严重不足，贫困是吉尔吉斯历届政府都不得不面对的一个梦魇
1
。据报道，2002 年

吉尔吉斯斯坦的贫困人口占 52%,70%的乡村没有自来水，41%没有医院和保健机构,60%没有交通

设施。当前，吉尔吉斯政府主要是靠美俄等国的财政援助维持生计，去年它的 GDP 仅有 47 亿美

元，相当于苏联解体时的 86.5%，人均 GDP 不过 800 余美元，仍有半数居民生活在贫困线下，

尤其是以农耕畜牧为主的南部。可以说，这是一个异常脆弱的经济体。无论是对于 2005 年“郁

金香革命”中下台的阿卡耶夫，还是对于最近出逃的巴基耶夫而言，贫困都是群众起来反抗他们

所领导的政府的重要动因之一。 

作为一个独立的国家，吉尔吉斯先天没有发展自身经济的优势。吉尔吉斯是一个山区内陆之

国，90%以上的国土面积是山地，海拔都在 1500 多米以上，平地、可耕地很少，农业不发达。

在资源/能源方面，吉尔吉斯又不像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或者土库曼斯坦，后者有石油、

天然气，吉尔吉斯没有这些自然资源，它勉强能拿得出手的是一些有色金属：黄金、铀矿、铝矾

土等，另外就是畜牧业比较发达，这是它传统优势，但这些显然并不足以推动经济的全面发展。 

实际上，在苏联时期，吉尔吉斯斯坦就是经济最落后的加盟共和国之一。但由于苏联时代特

殊的经济区域分工和专业化布局，吉的落后形势并不特别引人注目。苏联的模式是强化地区专业

化分工，这既是计划经济全国一盘棋的考虑，又有避免各地区形成相对独立、完备的经济体系的

战略考虑。根据中亚地区的各方面情况, 苏联把乌兹别克、吉尔吉斯、塔吉克、土库曼四个共和

国划为一个经济区, 称中亚经济区；把哈萨克共和国划为一个经济区,称哈萨克斯坦经济区。 

根据苏联的专业化分工，中亚地区主要生产矿物、燃料、谷物、棉花、羊毛、肉类等初级产

品。这些产品主要运往苏联欧洲地区，因此中亚各共和国之间经济交流并不是很密切，相反与俄

罗斯联邦的物资交换很紧密。“这种舍近求远的方式，给交通运输带来了沉重的压力。一些工艺

简单而又需求量大的日用消费品也要大量运进来，付出的成本是很不合算的。结果日用消费品总

是短缺，严重影响了人民的生活水平提高。”
2
  

片面的专业化分工导致的就是生产畸形发展。在苏联时代，吉尔吉斯主要是作为矿产和畜牧

资源的初级原料提供者而存在的，比如，它的锑和汞产量分别居全苏第一位和第二位,1988 年砂

糖产量 37.76 万吨, 占全苏的 3.1%, 居第三位；1988 年吉尔吉斯有羊 1038.3 万只, 占全苏的 7%, 

毛类产量为 3.82 万吨, 占全苏的 8%, 均居第三位3。这一时期包括吉尔吉斯在内的中亚各国都未

建成较健全的国民经济体系。但对吉尔吉斯而言，它的形势更加严峻，因缺乏其他中亚国家那种

丰富的自然资源，不得不依靠哈萨克这样的资源丰富的邻国
4
。如果说独立之前的吉尔吉斯还能

够在苏联分工合作的经济布局中找到位置，那么，在获得独立和主权之后，其经济就不可避免地

要依靠外援，尤其是要依赖俄罗斯
5
。同时，在日用消费品方面，中国商人也开始在这里开始发

挥日益重要的作用。 

除了先天资源/能源不足以及历史原因以外，吉尔吉斯当下的经济困境还跟全球金融危机的

大背景有关。吉尔吉斯的国内收入有很大一块靠劳务输出。很多吉尔吉斯青年人在俄罗斯的大城

市打工，赚取外汇，再寄回吉尔吉斯，这给吉尔吉斯带来了比较可观的外汇收入。但金融危机爆

发后，俄罗斯经济也不景气，不少吉打工者只能回国，重新面对日益严峻的就业形势。这也是影

响吉尔吉斯稳定的重要现实因素。 

独立之初，吉尔吉斯曾在西方赢得了很高的赞誉。当时，吉尔吉斯雄心勃勃地想把自己建成

                                                        
1 关于吉尔吉斯斯坦的社会经济状况，参见“吉尔吉斯斯坦社会经济简况”，《中亚信息》2006 年第 10 期，第 14-16

页；也可参见陈江生、李沛霖，“中亚的转轨：吉尔吉斯斯坦”，《中共石家庄市委党校学报》2007 年 3 月，第

3 期，第 40-43 页。 
2 丁笃本，《中亚通史》，第 354 页；陈诗教，“苏联中亚地区生产力布局及经济特点，”《苏联东欧问题》1990 年

第 2 期。 
3
 陈诗教，“苏联中亚地区生产力布局及经济特点，”《苏联东欧问题》1990 年第 2 期。 

4 Olivier Roy, The New Central Asia: The Creation of Nations,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2000, p. 192. 
5 http://www.56.com/u64/v_NTA4MzU1NDE.html  

http://www.56.com/u64/v_NTA4MzU1NDE.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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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亚的瑞士”
1
，在阿卡耶夫的领导下，引进了西方国家一直梦想普世化的竞争性民主政治制

度，以至于在上世纪 90 年代初，这个中亚小国曾是美国口中的民主发展模范。当时，从刚刚解

体的苏联脱离出来的各国都在积极寻找新的角色和身份，阿卡耶夫的领导班子开始寻求和西方建

立良好关系，作为回报，它从西方获得了上亿美元的援助和贷款。 

阿卡耶夫一度对西方政治模式十分推崇，设想按西方三权分立、自由市场经济的模式改造吉

尔吉斯。然而，现实总是会跟理想开玩笑。阿卡耶夫很快就发现，在民主制度下，自己的权力太

弱小了，改革难以顺利推行。他必须跟旧体制的既得利益者、地方主义和部族主义作斗争
2
。阿

卡耶夫转而主张实行强有力的总统制，并通过全民公决得以实现（这个过程和俄罗斯类似）。 

独立近二十年来，吉尔吉斯人民在南北势力集团的政治斗争中，没有得到什么好处。阿卡耶

夫在吉尔吉斯的经济改革是以快速的经济私有化为特征的。但这一过程造成了严重的财富分配不

均，他实际上是让原本就比较富裕的北方集团得益了。2005 年的郁金香革命之后，以巴基耶夫

为代表的南方势力则大力鼓吹“宏观调控”，力图通过政治权力重新瓜分财富。巴基耶夫排除异

己，让他的亲属、朋友和盟友进入经济调控部门，例如，他的儿子马克西姆就是吉尔吉斯“发改

委”的部长。巴基耶夫集团无法改变私有化的既成事实，最终沦为通过权力捞钱，对广大人民的

利益仍是置若罔闻。 

在这个脆弱的国家，官僚贪污与任人唯“亲”现象严重。贫困也是腐败的一个原因之一。生

活标准的降低使得官员大肆以权谋私、中饱私囊。同时，贪污也带来了行政的低效率和低效益，

从而又加重了社会的贫困，形成了恶性循环。这最终导致了群众与政府的普遍对立，辅之以南北

对立，使得任何人当政都容易成为反对派与民众攻击的对象。反对派也就更容易发起群众性运动，

使政治斗争发展成为街头暴力，并冲击政府
3
。 

伴随着在改革过程中出现的经济和政治利益争夺，吉尔吉斯的南北贫富差距被逐渐拉大，这

反过来又强化了各自的部族意识和地方主义。双方互不相让，只能走上分裂与对抗。在糟糕的经

济条件下，政权的稳定难以实现。 

 

四、大国博弈与中国利益 

 

苏联解体后，中亚和高加索地区出现了一批独立的新兴国家。这个地区在地缘和能源战略方

面的重要性是众所周知的。过去很长时期，美国难以在该地区扩张势力，现在，它终于等到了机

会。“9·11”后，美国在阿富汗建立了强势存在，并在哈萨克（后退出）和吉尔吉斯建立了军事

基地。吉尔吉斯距离阿富汗仅有 1000 多公里，是美国通往阿富汗的重要的战略物资中转站。这

也是为什么它愿意花大价钱保住自己在吉尔吉斯的玛纳斯基地的原因。当然，美国也有在此永久

建立军事存在的长远战略考虑。但随着俄罗斯逐渐缓过劲来，它自然不会轻易让美国染指自己的

传统势力范围。这是美俄在中亚博弈的基本架势。 

目前来看，尽管 2005 年美国推动了“郁金香革命”的成功，但总体上，俄罗斯还是比美国

在吉尔吉的影响要大很多。这一方面是因为前述吉尔吉斯与苏联存在深厚的历史渊源（其官方语

言是俄语），另一方面也与俄罗斯坚决维护自己在这里的利益有关系
4
。当然，在地缘、文化和经

济方面，俄罗斯距吉更近，吉国内也有一个重要的亲俄集团的存在。根据各方面的猜测和观察，

                                                        
1 Olivier Roy, The New Central Asia: The Creation of Nations,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2000, p. 136. 
2 Olivier Roy, The New Central Asia: The Creation of Nations,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2000, p. 137. 
3 关于贪污引发的经济恶化、政府危机和人民抗议，可参见“吉尔吉斯斯坦政府贪污腐败严重 社会经济大倒退”，

转载于搜狐新闻：http://news.sohu.com/20100408/n271376769.shtml[2010 年 4 月 8 日]。 
4 无论是在经济利诱、军事合作方面，还是在外交手段上，跟美国比起来，俄罗斯都丝毫不逊色，甚至是有过之

而无不及，肯花大价钱，该出手时就出手，显示出一个大国积极进取的信心与果敢精神。 

http://news.sohu.com/20100408/n271376769.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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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国这次春季政变其实是一场“俄色革命”
1
。 

吉尔吉斯虽无资源，但地缘战略位置重要，因此必然成为大国博弈的战场。从另一个角度说，

这里也蕴藏着吉尔吉斯的生存之道。目前，美俄两国在吉尔吉斯斯坦均设有军事基地，即美军的

玛纳斯空军基地和俄军的坎特基地，两地相距只有 45 公里。这是吉尔吉斯开展“军事平衡合作”

的典型例子。作为一个小国，吉尔吉斯别无选择，搞“一边倒”行不通，谁都得罪不得。从高额

的租金和巨大的投资回报来看，这也是吉国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请注意，吉 2009 年的 GDP 是

47 亿美元）。 

随着冷战后中亚局势的改变，中国在中亚的战略利益问题也随之提出。对中国而言，由于和

中亚诸国之间存在跨境民族、贸易、大型项目合作、能源进口等方面复杂而密切的关系，中亚的

繁荣与稳定符合中国的利益。近年来，俄美在中亚的争夺以及由此引起的局势动荡，不能不引起

中国的警惕
2
。 

上海合作组织是中国实施中亚战略布局的重要机制。中、吉都是上海合作组织的缔约成员国。

吉国的稳定符合中国利益
3
。上合组织对中国主要有两个方面的作用：其一、安全利益，加强反

恐合作，维护地区安全，防范和遏制疆独
4
；其二、经济利益，中亚广阔的市场为中国扩大出口

和西部地区的开放提供了机遇，中亚地区丰富的油气资源，是中国多元化能源战略的主要保障之

一。 

中国与吉尔吉斯共和国接壤，共同边界长达 1100 公里，中吉之间的贸易额从 1992 年的 3.55

亿美元已经增长到 2008 年的 93 亿美元。2009 年，吉尔吉斯斯坦首次取代哈萨克斯坦成为新疆

的头号出口市场。从能源交通安全的角度看，吉位于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和

中国中间，是交通要道。规划中的中吉乌铁路，关系到中国西北出口的陆路交通；在从中亚到中

国的内陆能源运输方面，吉尔吉斯的地理位置非常重要。因此，吉国内部局势将影响到中国内陆

的油气能源安全。 

随着“引进来、走出去”战略的推行，中国企业已经遍布中亚五国，从高端的油气勘探开发、

油气管道建设到劳务和工程承包、矿产、通讯、建材、农产品的生产和加工、轻工业、商业流通、

金融、服务业等都有中国企业的身影。近年来西方不断炒作“中国威胁论”，导致了中国企业、

商人与中亚国家、国民之间的一定紧张。目前，在吉经商的华人接近 3万。在五年前的郁金香革

命中，动乱中当地华商遭到了“打、砸、抢”，人身和物质损失惨重，一些华人把 2005 年的春天

称作在吉华人的“血色之春”。吉国这次政变也伴随着社会动乱的暗流，在比什凯克的一家中国

商业中心遭到抢劫并被烧毁
5
。这一情况显示，动荡的政局会直接损害到中国企业、公民在当地

的安全。有分析指出：“近年来，吉尔吉斯斯坦衰败的经济状况引起了国内对中国人日益强烈的

仇视情绪。该国经济越来越依赖中国，但这也增强了普通吉尔吉斯人心中那种被剥夺经济权利的

感觉。”
6
这种情况的出现不能不引起中国的高度重视。 

中国新疆地区与吉尔吉斯等中亚国家存在复杂的跨境民族现象。这使得极端势力有可能利用

民族-宗教问题威胁国家安全。费尔干纳山谷是世界上人口最密集也是最动荡的地区，乌兹别克

人、塔吉克斯坦人和吉尔吉斯人割据一方，这里是多个恐怖组织的温床。当前，“三股势力”在

中亚肆虐，极端势力从费尔干纳盆地向外扩散，对中亚各国和新疆地区形成辐射。每次吉国发生

                                                        
1 “俄施展软实力在吉策动‘俄色革命’”，《参考消息》，2010 年 4 与 21 日。 
2 “吉政局动荡影响中国在中亚利益”，《参考消息》，2010 年 4 与 20 日。 
3 针对吉国局势，4 月 16 日，外交部发言人姜瑜说，中方一贯重视发展中吉关系，对吉国内局势趋于稳定、社会

秩序逐步恢复正常感到高兴；中方愿同吉方一道……扩大和深化两国在经贸等领域互利合作，加强在打击“三

股势力”等方面的协作，密切在联合国和上海合作组织等多边框架内的协调与配合，为维护和促进本地区和平、

稳定与发展做出应有的贡献。http://news.sina.com.cn/w/2010-04-17/180417386129s.shtml  
4 2003 年，吉尔吉斯斯坦与中国就领土主权争议达成协议，同年两国进行了首次联合反恐军演。 
5 http://news.qq.com/a/20100415/002164.htm 
6 “吉政局动荡影响中国在中亚利益”，《参考消息》，2010 年 4 与 20 日。 

http://news.sina.com.cn/w/2010-04-17/180417386129s.shtml
http://news.qq.com/a/20100415/002164.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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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乱，人们都会担心其南部费尔干纳地区的稳定，如果“三股势力”趁火打劫，在奥什、安集延

一带构筑新的巢穴，将对地区安全、中国西部安全和新疆稳定构成严重威胁
1
。 

 

五、余论：转型之痛 

 

短短五年内，吉尔吉斯斯坦就发生了两次政治动荡，都是政府被群众性街头暴动冲击和推翻。

人们尽可以说很出很多原因：贪污腐败、国困民穷、部族冲突、地方主义、大国操纵……亦可以

拿引发这次政变的导火索来说事：收入很低物价飙升与反对派头目遭逮捕
2
。这些直接和间接的

原因当然都不容忽视，但从国家转型的角度来看，吉尔吉斯的多次动荡，与它不顾自身国情及历

史特征盲目照搬移植西方民主模式不无关系。尽管“民主是个好东西”，但在条件不成熟的情况

下搞激进转型，不但不会“好东西一起来”，还必然出现“过敏”症状。 

对吉尔吉斯斯坦来说，先是经历了由部族社会一跃成为“民族国家”的“跃进式”发展，但

随后的民族国家建设在苏联框架内并没有跟进，可以说，这并不是一个稳健且良性的进步。在苏

联这部机器上，吉尔吉斯被裹挟进了一个新的社会阶段，它之所以被称为“民族国家”，仅仅是

停留在口头和形式上而已。部族主义和地方主义的问题只是被搁置了，它迟早还要回来补上这一

课。苏联解体后，以阶级话语化解民族问题已然不可能，民族问题已随之解套。这时本应进行稳

健的改革，把民族国家建设与公民社会建设结合起来。但吉国激进的民主化使其失去了渐进式改

革的可能性，一个“舶来”的民主制度是建立在以部族主义和地方主义为底色的国家基础上，政

治权力的争夺不是以法律和政策为基础，而是以地域、部族、派系和政治领袖为核心，这才是其

出现社会、政治动荡的制度性原因。 

在上述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政权轮替模式只能是畸形的民主制，往往出现把地方、部族或个人

的利益凌驾于国家利益之上的情况，国家的长治久安、经济与社会的稳步前进也就无从谈起；贪

污腐化、被外国政治/经济势力所操纵的情况遂难以避免。从根本上说，积极推动经济发展、推

进工业化、引进外资，缩小地区贫富差异，使南北经济利益连结趋同，才有可能逐步地消除吉国

的部族意识与南北地域意识，建构起一个以公民社会为基础的健康的民族国家，为民主政治的运

作提供良好的土壤。 

对广大的发展中国家而言，“后冷战”时代的二十年是一个转型时代，到目前为止，仍无法

预见这个时代将持续多长时间。尽管，“转型”这个术语多少带有一些“西方中心主义”的色彩，

但就其所暗含的失序、动荡和阵痛等内容来说，我们不得不承认，这是一个最终达致有序而稳定

的现代性状态的长期过程，即使人们还可以激烈地争论现代性是单数的还是复数的，是一元的还

是多元的。对当下的中国而言，以冷静而平和的心态关注其他或大或小的转型国家的经验与教训，

无疑具有积极的镜鉴意义。与此同时，除了直接的利益纠葛，吉尔吉斯对中国的特殊性还在于，

它提供了从边缘立场审视苏联解体的历史悲剧与经验教训的具体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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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潘志平：“新疆周边形势的基本估计及对策”，《决策咨询通讯》，2008 年第 1 期，第 1-7 页。 
2 近几个月来，吉尔吉斯斯坦物价飙升——尤其是公共产品（比如自来水、电等），热水、供暖和电费分别上涨

150%-400%，当局还说，最近的涨价不是最后一次，下半年市政服务费还要涨。“吉尔吉斯物价暴涨成导火索 担

忧颜色革命重演，”http://news.qq.com/a/20100408/001648.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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